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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雙語政策下非專業領域教學問題察覺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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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一、前言：主旨說明 

非專業領域教學（out-of-field teaching，簡稱非專業教學）泛指教師被指派

教授無適當資格或未曾受過訓練的專業科目或授課年級（Ingersoll,1999; Hobbs, 

2013; Du Plessis, Gillies & Carroll, 2014）。此問題常發生在缺乏合格教師或經費聘

用專業教師的情況（Hobbs, 2020）。過往研究顯示，非專業教學對於教師和學生

皆有負面影響，包括減低教師的教學成效、增加其壓力與倦怠以及造成學生成績

的下降（Caldis, 2022a; Greenwald, Hedges, & Laine, 1996; Pillay, Goddard, & Wilss, 

2005）。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於 2018 年會所公布的《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計劃在 2030 年前讓臺灣成為（英語）雙語國家。此舉立意良好，目的為臺灣學

童增強未來國際競爭力，但卻也逐漸為非專業教學問題形成了完美風暴。本文以

在臺的外籍教師（以下簡稱外師）為主要研論對象，說明國人應開始注重非專業

教學之情事，確保在達成雙語國家目標前，教學與學習的質量保證、學生的學習

權延續與保護、外師的適應融入以及臺灣的永續國際形象維持。 

二、背景：完美風暴的形成 

「雙語將行，師資先決」（王力億，2020，p.31），要成功實現臺灣在 2030

年前成為雙語國家的目標，取決於（英語）雙語教師的數量（以下簡稱雙語教師）。

然而，目前臺灣本地合格的雙語教師與外師的人數遠遠不足（王力億、林子斌，

2021；邱惠恩、鄭仲宏、羅盛達，2022；黃家凱、林子斌，2022）。根據《2030

雙語國家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中小學階段應於 2030 年達到 15,000 名本地雙語

教師（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因此，臺灣每年應培訓 1,500 名雙語教師。 

為此，在職前教師培訓方面，各師資培育大學在 2019 年開設了第一批雙語

職前教師教育課程，並於 2020 年首次為在職教師提供雙語教學能力建設學分班

（黃朝琴，2021）。但即使在職前培育、在職訓練與外師招聘等各種渠道的運作

下，雙語教師數量仍遠低於推動方案中所設定的 15,000 名關鍵指標。事實上，

雙語教師短缺的情況，可能比上述評估更為嚴重，以 2020 年為例，臺北市中小

學的雙語教學職位有 91 個空缺，但僅補足了 22 個缺額；2021 年，在小學端即

有 100 個空缺，但只得 33 人申請報考（趙宥寧，2021）。是以，雙語教師的短缺

對雙語政策構成了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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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彌補政策初期雙語教師的短缺，招聘外師是一種的可能解決方法（黃家

凱、林子斌，2022；黃昆輝，2022）。教育部計劃到 2030 年將外師總數增加到

4,090 人。除了招聘在其母國即具備教師資格的外師之外，在臺灣留學的外籍學

生（以下簡稱外生）亦可成為雙語教師的潛在資源（王力億，2020），其中，以

修讀師資培育和教育相關科系的外生更為合適。然而，具備教師證的外師可能面

臨非專業教學的任務，而外生則未接受過完整的教師職前培訓與檢定，缺乏半年

實習、教師資格考試、教師甄選等歷練，因此，廣義而言，外生若被聘任為外師

亦可被視為非專業教學。 

三、非專業教學：影響層面 

補足雙語教師缺額的同時，有鑑於目前中小學的雙語課程主要將英語融入健

康與體育、藝術、自然科學、科技等領域或學科之中（戴邑玲，2012；吳明清等，

2022；黃昆輝，2022），教師的專業科目教學資格或能力亦是另一個考量重點。

在雙語教師短缺的情況下，非專業教學問題常發生在本地與外籍教師之中。在臺

灣本地教師方面，上述科目通常由合格的英語教師或是具備 CEFR B2 級別之科

目專長教師教授（劉佳鎮，2022），前者需要補足專業科目知識與教學技巧，後

者則需學習如何以英語教授專業知識。無論哪種方式，教師都必須具備跨領域或

多學科的教學能力。 

在外師方面，亦常接收到上述科目的非專業教學任務。以個人微觀角度來

說，因非專業教學而所產生的壓力包含了：額外的工作時間和工作量、族群對立

與動盪感、工作滿意度、自我教學效能感及幸福感低落等問題（Du Plessis & 

McDonagh, 2021; Nakar & Du Plessis, 2023），最終造成教師的流失（Caldis, 2022b; 

2022c）。從宏觀角度看，問題涉及周遭人事，可能導致教學品質下降（Baumert et 

al., 2010），降低學生學習和學術成長（Caldis, 2022b; 2022c）。不僅課堂管理可能

受到干擾（Du Plessis, 2016），在最糟的情況下，如果教師突然離職，可能導致

學生學習過程與受教權的不連續性（Van Overschelde & Piatt, 2020）。長遠來看，

外師的流失與誤解，亦可能損傷臺灣的國際形象，減低臺灣永續教育品質的經營。 

四、非專業教學：對策 

對於非專業教學問題提出下列對策，包含制度層面的系統性改革、組織層面

的校方支持與溝通，以及個人層面的教師成長增能與正念訓練，達成政策、校方、

學生與教師的全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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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性的改革 

1. 尊重各國師資培育與專長培養之機制，改變外師的雙語教師資格認定 

根據教育部《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以外國語

文教授學科課程者，應為其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換言之，目前外師的聘任是以

其國籍或其護照之官方語言為聘任主要考量，為狹義的外籍教師資格認定。上述

規定應可參考臺灣本國籍雙語教師資格認定之規範，以英語能力具備 CEFR B2

等級（或以上）並具備特定學科專長者，可於教師證書上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

此舉可放寬雙語教學人才招納之限制，並更加尊重外師的教師資格與學科專長。

例如，非英語系國家如德國、瑞士、西班牙等國家，皆有相當厚實的教師培育與

專長培養的機制，不應被排除在雙語教師徵聘資格之外。在人才庫增大的情況

下，各校在雙語發展與外師專業技能成功媒合的機率可大幅提升，並減少非專業

教學問題的發生。 

2. 設立免費專業學位教育培訓，增加本土與外師雙語教學次專長 

以愛爾蘭為例，該國為減少非專業教學問題之情事，其教育部出資舉辦數學

專業教學學位訓練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Mathematics for Teaching; PDMT)，自

2012 年至 2021 年，約有 1,100 位教師完成培訓，占中學以上教師總數的 20%，

培訓為兩年期兼職性 (part-time) 的免費訓練。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 PDMT 執

行前三年與執行後六年的問卷，非專業教學問題情況從 2009 年的 48% 降至 2018

年的 25%，顯示全國性的專業教學學位培訓有助於全國教師的專長培育 (Goos, 

Ní Ríordáin, Faulkner, & Lane, 2021)。上述研究雖未區分本地與外籍教師，但不

論其身分，都應能增進教師的次專長培育，惟外師為一年一聘，若本人願意長居

臺灣，則可由學校推薦進行培訓。 

(二) 校方支持與溝通 

1. 進行事前溝通與尊重，降低雙方的誤解與衝突 

並非所有教師都視非專業教學為洪水猛獸，它可能是培育跨領域教學的良好

機會，能更好地準備未來的教師，培育在職業生涯的外領域教學能力。但形成跨

領域教學能力，教師必須經歷專業身分和教學效能的衝突、協商和形成的過程（陳

惠雪，2023）。過往多以校方指派教學任務，教師較少發言與選擇的機會 

(Ingersoll, 2003a)。因此，在配發教學任務前，可與教師先進行溝通，提供尊重

與選擇 (Ingersoll, 2003b)，並說明非專業教學的重要性，經由雙方良好的溝通，

才有降低誤解與衝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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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持續的教師培育和支持，達成雙語教學實踐 

非專業教學需要額外的支持，例如：可參照校本課程的開發模式，以教師團

隊方式規劃六年期的課程計畫（課程目標、教材、教法等），或採用跨校的課程

聯盟為策略，連結各校師資團隊進行課程共備與教材開發。共同備課可增加教學

經驗的交流，同時將減輕獨立開發課程的負擔，亦可避免外師與臺灣協同教師一

對一跨文化溝通的誤解與重擔。在此之中，臺灣在地同事是重要的社會連結，能

協助外師適應臺灣。換言之，教案、教材與團隊的支持、校內外指導或其他形式

的專業發展等，可幫助外師學習陌生的跨領域內容與教學實踐。 

(三) 教師成長增能研習與正念訓練：參與成長增能研習、善用正念訓練，以新視

野面對非專業教學任務的分配 

態度決定高度與感知，培育教師具備靈活、堅韌、開放和勤勉的態度，有助

於面對挑戰。鼓勵外師參加成長研習，提升其韌性、靈活性或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嘗試以不同的視野面對非專業教學的任務。另一方面，

近期研究顯示，正念訓練 (mindfulness training) 有助於教師面對困難 (Klingbeil 

& Renshaw, 2018)。Tsang 等人(2021) 以真實驗方式比較有無正念介入兩組對於

國小與中學教師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影響，結果顯示，有受過正念訓練的教師即便

在實驗結束後的兩個月，其分數與控制組的分數比較下，仍有較高的生活滿意

度、正向情緒及整體建康，並且有較低的失眠情況、壓力以及負面情緒。 

非專業領域教學雖然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實際上仍會回歸到自己本身的

能力培育。更重要的是，個人成長增能研習與正念訓練對生活挑戰具全面且長遠

的影響，只有在一個人願意改變時，才能開始改變。 

五、結語與建議 

臺灣在實現 2030 雙語國家的過程當中，勢必面臨諸多挑戰，非專業教學為

其一，是資源限制下的不得不然。解決非專業教學問題需要在系統性政策與組織

層面進行改革，而非僅倚賴個人教師的努力。例如，專業外師短缺的問題，可以

透過修改外師聘任限制解決，免費專業學位教育培訓，有助於全國教師專業提

升。在面臨非專業教學任務時，外師將其經驗視為良性或負面感知取決於個人與

校方支持，可透過跨文化溝通、尊重與選擇可提供事前的預防，過程的教學輔助

與培訓，有助於提供外師在面臨非專業教學任務時心理與教學實務上的準備。 

最後，透過外師招募解決雙語教師短缺固然重要，但教育品質永續才是核

心，建議在外師一年一約的情況下，應避免外師由於非專業教學任務的分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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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生誤解，進而影響臺灣國際的形象。目前雙語政策的正確性仍具爭議（林

欣蘋，2023），但應回歸到政策的主角「學生」之上，如何落實真正的「專業」

教學、提供學生質量並重的學習，是本文提出非專業教學問題與其對策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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